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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死不救”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先是听说某

地政协委员建议在刑法中设立“见死不救罪”，同时制定“

见义勇为奖励法”；（1）后又听说有32名人大代表也就此提

出议案，建议在刑法中增加“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2

）以通过法律手段打击见死不救的行为，引导和鼓励人们见

义勇为，积极、勇敢地保护国家、集体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思忖再三，觉得此建议值得商榷。 第一，从理

论上说，将“见死不救”规定为罪不仅不能成为促使见义勇

为的有效动因，反而会动摇行为本身存在的基点。 首先，何

谓“见义勇为”？经查证，“见义勇为”源于《论语?为政》

，孔子曰：“见义不为，不勇也。”“见义勇为：指看到正

义的事情奋勇地去做。”（3）那么，什么又是“正义”呢？

“正义：公正的、有利于人民的道理。”（4）可见，无论是

“见义勇为”还是“正义”，都是人们在道德层面（而非法

律意义）上对一种行为的评价，其产生和存在的支点是社会

公众对于这种行为在道义上的认同和尊崇。就目前我们所处

社会的发展程度而言，支撑见义勇为的基点还是这种行为本

身的道德内涵和人们的道德荣誉感和认同感。众所周知，见

义勇为是一种合乎正义和道德的高尚行为，它值得全社会从

精神上去褒扬和尊重，从物质上予以奖励和保障。但假设以

上建议成立，对见死不救以犯罪论处，就混淆了法律和道德

的界限。法律和道德都是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们都有调整和规范人们行为的功能，一般说来，法律所要求

的行为，往往也是道德所鼓励的行为。但是二者是有区别的

，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法律是由国家制定的，以国家强制力

保证实施，而道德存在于社会舆论和人们的信念之中，依靠

人们内心信念的驱使、社会舆论的褒贬作用以及传统、习俗

的影响，以精神的强制来保证实施。若见死不救为罪，也就

将见义勇为这种行为的内涵降格到仅仅是不犯罪的层次??至

少是为了不犯“见死不救罪”，人们得见死要救、见义勇为

，这时的见义勇为，就由“我要做”、“我想做”变成“要

我做”，从主动、自愿的道义变成被动、强制的法律义务，

这不仅改变了行为本身的性质，而且大大降低了其道德“含

金量”，相应地提高了对该行为的道德评价标准??有人会以

为不犯罪是一件非常高尚的事而引以为荣吗？即使有人不是

出于避免犯罪的动机、而是在自身道德信仰和正义感的驱使

下去见义勇为，也会因该行为的道德“含金量”降低、道德

“门槛”升高而降低自我认可和评价（即使受到奖励，自我

评价和心理上的认同感也不会太高），导致自身积极性下降

、正义感减弱，从而产生消极、排斥心理，反而不利于鼓励

见义勇为。此建议首先就形成了不正确的道德舆论导向。 其

次，一般说来，见义勇为都是在被救助者面临困境时才出现

的（否则，就没有必要见义勇为），面对困境，救助者都要

为被救助者承担无形的风险甚至是有形的损失，而这种风险

和损失的存在显然不是救助者造成的（否则，这就不能叫见

义勇为），他（她）实际上并没有法律上特定的义务一定要

去承担这种风险和损失去见义勇为，（5）他（她）仅仅有道

义上的义务而已，并且，这种义务并非一定要履行，因此，



面对别人的实际上存在着不利于自己的危险因素的场合，（6

）公民当然有作出救助与否这种判断和选择的自由权利。特

别是在遇到一些具有重大风险的突发性紧急事件和自然灾害

时，（7）国家（职能部门）相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更具有“资

格”（适宜）和能力来处置这些紧急危险事件。在这种情形

中，个人于国家而言并不具备像国家那样坚实的物质基础和

技术条件，有时，救助者的个人力量在一些正在发生重大的

危险场合（如重特大火灾、地震）面前甚至可以说是微乎其

微的。（8）面对以上情形，公民可以选择见义勇为，也可以

选择“见义不为”（9）；即使选择了见义勇为，也应该是出

于道义的驱使而非法律义务的强制，即使选择了见义不为，

也无须因此承担（刑法上的）法律责任??笔者并非反对公民

在遇见这些情况时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相反地，笔者也

尊崇团结互助、救死扶伤的社会公德，非常敬佩见义勇为的

行为，主张提倡、鼓励和奖励见义勇为者，痛恨见死不救的

现象，并且，笔者十分清楚，在上述某些场合中，见义勇为

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但是，我们可以谴责见义不为

、见死不救，可以鼓励见义勇为，却显然不能（以犯罪的名

义）威胁和强迫公民个人在无法预测客观上存在哪些不利于

施救的因素时，完全摒弃私心杂念，承担受侵害乃至死亡的

风险而挺身而出，（10）这既侵害和抹煞了社会公众在心理

趋向和行为选择上的自由，也有悖于现代法治观念和现代社

会国家立法的趋势，（11）否则，必定会将救助者正当的个

人自由和权利置于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一种不尊重社会民

众最起码的心理感受和自由选择的法律制度，显然不会得到

民众的发自内心的、实质的认可和支持。在上述情形中，仅



仅一味地谴责“见死不救者”过于自私、道德素质低下，甚

至认为要对其处以刑罚，显然是不公平的。（12）不是早有

舆论认为，应当鼓励不流血的见义勇为行为吗？可见，若见

死不救为罪，并不利于鼓励人们去见义勇为。 再次，通过打

击见死不救来促使见义勇为，客观上将某种程度上应有的自

我救济责任转化成广泛的公众救济、社会救济责任，极易使

人产生不正当的依赖和放纵思想。以前，见义勇为对于别人

来说只是一种自愿的道义而已，自己遇险了，谁也不能保证

别人一定会见义勇为，那么如果自己遇险了或者有人侵犯自

己的利益，就一定会全力以赴去抗拒险难（至少在主观上会

如此），力争自救；但现在，别人见死不救是犯罪的，而一

般情况下，谁都不愿犯罪而受惩罚呀！那么，就让别人来履

行见义勇为的义务吧！??谁能保证某些受害者和遇难者不会

借助见“见死不救罪”的规定，向他人、向社会“漫天要价

”，遇险时出于狭隘的自我保护意识，恶意利用法律为他人

设定的义务来保全自身利益，首先想到的是要别人来救助（

法律此时也规定了他人见义勇为的义务）而消极避险甚至放

弃必要的自救？（13）此时的见义勇为，就演变成为法律对

救助者的一种不正当的保护要求。将不正当的保护要求强加

给他人，有推卸责任、转嫁恶果之嫌，长此以往，会造成人

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和猜忌。如：某日，某甲当众抢夺某乙

的提包，若乙积极反抗，可能甲不能立即得手甚至根本不能

得手，此时，加上别人的帮助，很快就能制服甲。但是乙过

于胆怯和自私，自保心理过重，消极抵抗，致使甲顺利得手

。在这种本人原本可以自救的情形下，自身躲避、退让而要

求别人见义勇为，合理吗？若救助者在见义勇为时因受到甲



的攻击而致使自身权益受损，对他们更不公平。而我们对当

事人乙的心理状态和行为表现却难以作出清晰的判定，长此

以往，谁还愿意见义勇为？这会令正直的人们感到寒心，引

发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危机，进而导致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下

降。 第二，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看，惩罚“见死不救罪”的

实际可操作性有多少？ 在立法方面，首先，假设“见死不救

罪”成立，见义勇为成为法定义务，则见死不救是一种典型

的不作为犯罪。成立不作为犯罪的一个必备要件就是要求行

为人能够履行特定的义务，而行为人是否能够履行特定的义

务，应该从行为人履行义务的主观能力和客观条件两方面加

以判断，并且，当行为人履行义务面临一定危险时，法律也

不能强制要求行为人不顾一切去见义勇为，那么，对于何谓

“能”，何谓“不能”；何谓“救”，何谓“不救”，法律

显然无法明确作出界定，但如果立法过于模糊，又不利于司

法实践，立法者首先就要面临这个难题。 其次，大部分见死

不救发生在公共聚集场所，这些公共场合，人员密集，流动

性较大，在立法上如何界定责任人的范围？若打击面过宽或

过窄，既不符合立法目的，达不到预期的社会效益，也不利

于司法实践，如何在立法上确立一个合理的幅度，这也是立

法者面临的一个难题。 在司法实践方面，公安机关面临着取

证难的问题。为解决这个难题，要求我们要增加多少警力、

警察又要付出多少精力去调查取证从而增加多少社会成本？

尤其是在公共场合下发生的见死不救，警察面临的是更为棘

手的但实际上却是无法解决的难题。举例来说：某日，犯罪

人甲在闹市区当众追杀受害人乙，假设无人上前救助乙，导

致乙被杀身亡。此时，若要惩罚见死不救，问题就来了： 1



、见死不救的人有多少？此案发生在公共场所，地广人多，

是否要把所有见到该事实的人都视为犯罪人？如果是，假设

出现这样一种情形（至少在理论上可能如此）：甲将乙追遍

全城每一个角落后才把乙杀死，是否要全城的人都要对见死

不救负责？如果不是，又要将哪一部分人视为犯罪人？是不

是要以犯罪地点为中心划定一条区分犯罪与否的“生死线”

？如果要有这么一条线，那么应该是3米、5米还是其他？即

使确定了责任人的范围，警察是否能将所有见死不救者拘捕

归案？ 2、在所有见死不救的人之中，老、弱、病、残应排

除在责任人之外，未成年人、孕妇等特殊的人也应该排除在

外，因为他们不具备见义勇为的能力或不适宜见义勇为，那

么为了排除上述特殊的人，是否要去调查户口、病历甚至要

求大家都去做一下司法鉴定？ 3、如果有人见义勇为，对其

他见死不救者是否还要以犯罪论处？假设要的话，而当时见

义勇为者足以解救遇害者，还要对其他旁观者处以犯罪，此

时，对这些旁观者的要求是否过高？如果不要，是否又会导

致今后人们一见到犯罪，就会在等待见义勇为者出现，有人

见义勇为，就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没有人见义勇为

，大家就一哄而散的情形？公共场所地广人多，人员流动性

大，公安机关要查清哪些人见死不救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

正好可以利用取证难这个漏洞。 4、在不同的情况下，对见

义勇为者的能力也会有不同的要求。例如：一儿童落水，除

了下水救人别无他法，要求救助者至少要懂得游泳，法律不

能强行要求不会游泳的人也去救人。这时，可能一个十三、

四岁的少年或者五、六十岁的老人会游泳而且水性极好，但

一个年轻力壮的青年却是“旱鸭子”，这会使得见死不救的



责任人在此例和上例中产生很大差别，此时，是不是还要去

调查一下哪些人会游泳？ 任何一项政策和一种制度都不是十

全十美的，要取得收益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我们并不能

苛求某一项政策或某一种制度没有一点漏洞和缺陷，关键是

我们要学会计算实施后的社会成本，看其是否能在具体的社

会背景下真正产生预期的社会效益，在消极付出和积极收益

这两方面的对比关系如何。设立“见死不救罪”、制定“见

义勇为奖励法”的目的是弘扬社会正气，营造互助、正义、

和谐的社会氛围，确实体现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社会问

题的密切关注和对国家、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笔者也十分

痛恨见死不救及其所造成的恶劣的社会影响，痛惜“英雄流

血又流泪”的情形，但情感与现实是两回事，设立了“见死

不救罪”，对真正的见义勇为者是一种束缚，对盲目或恶意

求救者是一种纵容。这时的见义勇为，已经成了一种无奈的

负担，客观上还会造成人情的冷漠和人们正义感、同情心的

下降，不但不利于鼓励见义勇为，反过来还破坏了其原有的

生存空间，违背了建议的初衷。此建议在理论上便有相当的

不严密之处，即使付诸实践，首先就会面临着一系列难以解

决的难题和困境，更遑论它会为我们增加多少无法估算的社

会成本和负面效应。 法律不是万能的。见死不救和见义勇为

这两种相对立的行为原本属于道德调整的范畴，可以通过立

法来奖励和鼓励见义勇为，发挥法律的激励功能，（14）但

绝不能通过法律手段来打击见死不救，从而促成见义勇为。

法律和道德作为规范人的行为的两种不同手段，有时还真该

“井水不犯河水”，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否则，法律

介入其不该介入的道德领域，反而会做出适得其反的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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